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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5—2022 年 273 个地级市样本数据,利用关键数字技术专利数据衡量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综合

考虑“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动态影响效应,从绩效角度测算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来表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以

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数智融合水平等 3 个角度为切口,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 研

究发现:①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市数智融合来影响城市绿色发展水平;③基于城市类型、政策试点和地理区位进行异质性

分析,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提升资源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非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以及西部、东

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以数字技术创新带动经济

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出应重点关注:加强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拓展减污降碳协同推进路径;强化数字技术应用,

重塑能源结构;深化数实融合,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城市数智融合,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结合地理区位特征,

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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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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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ample data from 273 prefecture-level cities between 2015 and 2022, this study utilizes key digital

technology patent data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 carbon reduction,” and calculate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from a performance perspective to represent the level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ities is

examined from three aspects: energy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level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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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analysis is conducted based on city type, policy pilot statu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①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ities.

②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fluences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ities mainly by optimizing energy

structures,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s, and driv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in cities. ③ Based 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conducted by city type, policy pilot statu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key cities for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on-low-carbon city pilots, smart city pilots, as well as cities in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o fully leverage the promotional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ities, and to driv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both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following key areas should be focused on: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in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expand the pathways for synergistically advancing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decrease; enhanc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shape the energy structure;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he

real economy to facilita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tensify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with

urban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policies in

combination with geographical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green development; synergistic effect; performance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

的排放控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根据世界气

象组织(WMO)发布的最新一期《温室气体公报》
数据显示,自 1750 年以来,大气中 CO2 浓度持续

上升,全球表面平均温度较 1850—1990 年上升了

0. 99℃。 同时,空气污染问题亦不容忽视,2023 年

全球超过 90% 的人口生活在 PM2. 5浓度高于世界

卫生组织标准的环境中,空气污染已成为全球第

四大早逝风险因素。 为应对多重环境挑战,各国

政府和国际机构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如联合国将

气候行动和城市 PM2. 5浓度控制纳入可持续发展

目标,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则通

过立法、设立排污权和碳排放权、规定行业排放标

准等方式加强管控。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推动经

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

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024 年 7 月

18 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强调“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中国“减污降碳”工作已全面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数字技术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其

在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

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

布的《2024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统计,

2023 年中国数字经济体量达到 53. 9 万亿元,其对

GDP 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 66. 45% ,数字经济有效

支撑经济平稳增长。 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

在减污降碳工作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如通过大

数据分析优化能源分配、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生产

效率、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精准治污等。 这些技

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

排放,更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本文试

图综合考虑“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动态影响效

应,基于绩效角度测算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水平,
以此表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实证考察数字技术

创新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路径机制,为构建更加

科学、高效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体系提供有力

支撑。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技术的环境治理效应

作为推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力

量,数字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在环境治理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学术界关于数字技术重塑环

境治理体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环境

信息整合效应、“人工替代”效应以及治理效率提

升效应[1]。
第一,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数字技术创

新赋予政府以更加全面、综合的环境信息整合能

力[2]。 传统意义上,环境数据的收集往往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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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现场监测或定期采样[3],这种方式不仅耗时

耗力,同时难以实现全方位的覆盖与即时更新。
依托遥感卫星、无人机等现代数字技术赋能,能够

全天候、不间断地采集各类环境数据,对生态环境

进行实时监测,为政府环境决策提供环境信息库。
第二,数字技术促进了环境信息的整合与共享。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政府可以建立统一的环境

信息平台,将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环境数据进行

整合、清洗和标准化处理,形成统一的环境信息数

据库,不仅促进了政府各部门间的信息互通与高

效协作[4],还能够为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公众提

供开放的数据接口,促进环境信息的全社会共享

利用。 通过数据的整合与共享,政府能够更全面

地掌握环境状况,更精准地识别环境风险,为科学

决策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三,数字技术还提

升了政府的环境信息分析能力[5]。 传统的数据分

析方法往往受限于数据量、处理速度和分析能力,
难以充分挖掘环境数据的潜在价值。 而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数字技术,能够对

庞大的环境数据集进行深度处理与智能解析[6],
揭示环境变化的规律和趋势,预测环境风险的发

生和发展,为政府提供科学、精准的环境治理规

划,提高环境治理效率。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其在环境治理中的“人工替代”效应[7]。
多数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全面普及,使得自动化

监测设备遍布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8]。 从空气质

量监测站、水质自动监测站到土壤污染监测网络,
这些智能设备能够不间断地收集环境数据,并通

过物联网技术实时传输至数据处理中心。 基于大

数据分析的预警系统能够迅速识别环境异常,为
及时应对环境问题提供了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环

境治理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此外,有研究认为随

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环境治理的决策过程也

日益智能化。 通过整合多源环境数据,利用人工

智能算法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可以更加科学地

评估环境状况,预测环境变化趋势,为制定环境治

理策略提供有力支持[9]。 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决

策方式,不仅提高了决策的精准度和稳定性,还排

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确保了环境治理措施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10]。 许多研究在分析环境治理中的

数字技术“人工替代”效应时,重点关注监管模式

创新[11]。 通过构建智能化监管平台,实现环境数

据的集中管理和实时共享,不仅提高了监管工作

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还增强了监管部门之间的协

同作战能力[12]。 同时,利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远

程监测技术,可以实现对关键区域、污染源的全方

位、全天候监测,有效弥补了人工监管的不足。 这

种非现场监管与远程执法的模式创新,不仅控制

了监管代价,还使得监管效率和监管范围得到有

效提升, 为环境治理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有力

保障[13]。
数字技术的运用、创新与变革能够显著促进

污染气体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推动环境决

策向更加科学与有效的方向发展,为环境监管模

式的优化及效率提升拓宽发展思路[14]。 数字技术

应用如何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同样是目前学术界的

一大热点话题。 许多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的广泛

应用,如智能监测设备与物联网系统的部署[15],使
得对工业排放、农业面源污染及城市生活污染等

关键污染源的实时监测效率极大提升。 此外,大
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挖掘历史排放数据中的规律,
预测未来排放趋势,为制定前瞻性的减排策略提

供科学依据,从而有效提升环境决策的有效性[16]。
目前环境决策过程正逐步向科学化、精准化迈进,
高级计算模型与人工智能算法的引入,使得环境

模拟与预测能力大幅提升,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不

同政策或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得环境治理

效率得到指数级提升。
(二)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因素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达成是一个多维度、复
杂交织的过程,受到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多个层面

的因素影响。 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潮主要聚焦

于特定的政策冲击,如碳交易市场机制、绿色税收

政策以及政府环境规制等,深入剖析这些政策如

何对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

作用。 此外,也有部分研究聚焦于产业结构等经

济社会因素和绿色生产方式等技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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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因素[17]。 关于政策冲击对减污降碳

协同效应的影响,主要聚焦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政策[18]、环境权益交易[19]、清洁生产标

准[20]、环境保护税[21]、环保约谈[22]等环境相关政

策。 第一,有研究发现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

具有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23];碳交易政策能

够显著地降低碳污排放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
产生减污降碳效果[24];用能权交易制度具有经济

和环境的综合效应,能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25]。 第二,除了环境相关专项政策外,减
污、降碳协同政策体系对于深入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意义重大[26]。 有研究从减污政策的降碳效果和

降碳政策的减污效果两个角度开展研究,分析两

种政策的协同效应[27]。 第三,环境与经济目标的

制定也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的效果有着明显的影

响[28 - 29]。 有研究发现,PM2. 5 / PM10 浓度目标的设

定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的成效呈正相关关系,而
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则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的成

效表现出负相关趋势[30];碳达峰目标对碳排放损

益偏差与大气污染损益偏差均产生了明显的负向

作用,有效释放了其在减少污染与降低碳排放方

面的协同效果[31]。 此外,新型城镇化建设[32]、自
由贸易试验区、创新驱动政策等其他相关政策的

减污降碳效应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2)经济社会因素。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产业

结构[27]、能源消费结构[33]、公众环保意识、消费结

构[35]和用地规模等。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能源消费

模式的转变是达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关键要

素。 具体而言,当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时,
会明显带动碳排放量的下降,而能源利用效率、能
源消费构成、产业布局以及投资规模则构成了影

响两者协同效应的重要调节因子[36]。 有研究发现

建设用地规模对减污降碳产生负向协同效应,但
产业空间集聚有助于产生减污降碳正向协同效

应[37]。 从社会因素视角来看,公众环境关注的提

高可以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形成共

治共享的良好局面[38],从而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效

应的提升。 此外,有研究基于部门视角发现消费

结构对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减排协同效应

最强[39]。
(3)技术因素。 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等与城

市环境治理密切相关的技术因素同样是学术界密

切关注的对象。 作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的核心引

擎,绿色生产技术正加速重塑城市环境治理格

局[40]。 有研究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力度的显著提升,从根本上减少了

企业污染排放[41 - 42]。 随着数实融合的加速演进,
越来越多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减污降碳协

同效应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43]。 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以深入挖掘环境数据

的价值,提升环境治理的智能化水平[44]。 同时,数
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绿色低碳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为企业减污降碳进程提供了更多

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 此外,绿色技术与数字技

术的深度融合,为城市环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与

动力。 绿色技术通过提供清洁、低碳的解决方案,
从根本上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而数字技

术则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为环境治

理提供了精准化、智能化的管理工具。 两者相辅

相成,共同推动了城市环境治理向更加精细化、科
学化的方向发展。

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数字技术创新与减

污降碳协同之间的内在联系开展了相关研究,但
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对碳排

放或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将“减污”与“降碳”割裂

开来,鲜有研究统筹考虑减污与降碳两者的相互

关系,探讨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二是现有

研究在衡量减污降碳协同水平时,多采用存量数

据来进行测算,未考虑“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动

态影响效应;三是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数字经济或

者数字化水平的环境治理效应,鲜有研究将数字

技术创新作为切口,从专利要素层面分析数字技

术创新的环境治理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术创新对绿色水平的直接影响

(1)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创新通过引入云计

算、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为城

市环境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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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环境监测、数据分析、决策制定及执行等各个

环节的效率与精确度。 物联网技术构建的实时监

测系统为环境管理提供了即时、准确的数据基础;
大数据技术则通过深度挖掘环境数据中的价值信

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人工智能技术进

一步实现了基于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管理与控制,
推动了环境治理向精细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这

一过程不仅加速了环境治理响应速度,还提高了

资源利用效率与污染防控效果,从而正向促进了

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2)机制变革。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引发了

环境治理机制与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通过构建基

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

了环境治理信息的全面整合与共享,促进了跨部

门、跨领域的协同合作与联动响应。 这种机制创

新与模式变革,打破了传统环境治理的壁垒与限

制,推动了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促进环

境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的同时,为减

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机制保障与

模式支撑。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显

著促进城市绿色水平的提升。
(二)数字技术创新对绿色水平的作用机制

1. 能源结构优化效应

(1)能源生产结构重塑。 物联网( IoT)、大数

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提

高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监测、控制和优化能力。 例

如,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中,应用先进的地球探测

传感器和数据处理模型,能够进行精准定位,控制

资源损耗的同时,增强环境污染的可控性。 一方

面,数字技术创新持续推动能源生产方式的去中

心化和低碳化转型。 如智能电网能够更好地匹配

能源需求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高峰时段,减少对

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 区块链技术则促进了分布

式能源的发展,如太阳能发电和光伏发电等,使得

能源生产更加灵活和高效。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

应用使得能源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可以显著降低。
在煤炭行业中,数字技术用于地质建模、流程优

化、自动化和预测性维护,显著提高生产效率的同

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环境污染。
(2)能源消费结构转变。 在能源消费端,借助

智能传感装置与数据解析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对

能源消耗的即时监控与精细调控,大幅提升了能

源的使用效能。 一方面,数字技术催化能源消费

模式的智能化和低碳化转型,推动传统能源消费

模式的蝶变升级。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为绿色技

术的创新和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物联网实

现设备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

和规划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以及使用区块链技术

确保碳交易的透明性和安全性,共同推动了绿色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持续优化能源消费

结构。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优

化能源结构促进城市绿色水平的提升。
2.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1)生产技术渗透。 数字技术创新通过其独

特的渗透性与融合性,深刻影响了产业结构的演

变路径。 一方面,数字技术以其高效、精准、智能

的特点,深度嵌入传统产业的生产、管理、营销等

各个环节,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效率提

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其他产业领域的跨界融

合,催生了诸如智能制造、绿色物流、绿色能源等

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以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与

增长潜力,逐步成为产业结构中的新增长点与引

领力量。 技术渗透与产业融合是数字技术创新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
(2)资源配置优化。 数字技术具备强大的数

据处理与分析能力,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与精准度。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撑下,企
业能够实现对市场需求的精准预测与资源供给的

高效匹配,从而避免了资源的无效配置。 此外,数
字技术的应用加强了不同产业间的信息互通与资

源共享,有效减少了交易费用和信息偏差,从而提

升了产业链的整体协作效能。 这种资源配置效率

的提升与产业链协同的增强,共同推动了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3: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优

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绿色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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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智融合赋能效应

(1)数据资源整合。 数字技术创新作为城市

数据资源整合的关键驱动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了对城市数据资源的深

度整合与高效利用。 这一过程不仅打破了传统数

据孤岛现象,促进了数据的跨部门、跨领域流动与

共享,还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协议,确保了

数据的互操作性与一致性。 同时,数字技术创新

还推动了数据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包括数据

质量管理、数据安全防护、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的

制度规范,为数据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有力

保障。 整合后的数据资源成为城市数智化决策的

重要基础,推动了城市管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显

著提升了城市的数智化治理效能。
(2)应用场景拓展。 数字技术创新在提升城

市数智化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应用场景

的不断拓展与创新上。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数
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产业创新、生态保护等各个领

域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多样。 通过引入人工智

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城市能够构建出

更加智能、便捷、高效的服务体系。 各类应用场景

的拓展与创新,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管理效率和服

务质量,还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

提升了城市的数智化水平(见图 1)。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4: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提

升城市数智化水平促进城市绿色水平的提升。

图 1　 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路径机制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一)模型设定

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准回归模型为:
SDCLit = βDTLit + γX it + μi + υt + εit (1)
式(1)中,下标 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 SDCLit

为被解释变量,表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DTLit 为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X 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i 代

表个体固定效应, υt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

扰动项。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城市绿色发

展水平的作用路径,引入机制检验模型,检验数字

技术创新对相关机制变量的影响。 具体模型为:
MEDit = α0DTLit + α1X it + μi + υt + εit (2)
式(2)中, MEDit 表示机制变量; α0 为核心解

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待估参数,若 α0 显

著,则表示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机制变量影响城市

绿色发展水平; α1 为控制变量集合的带估参数。
其余变量含义见公式(1)。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发展水平。 综合考虑“减
污”与“降碳”两个复杂而动态的相互影响过程。
环境污染物的减排措施与温室气体排放的降低策

略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协同增效的机制。 在这

一过程中,针对污染源的治理不仅直接减少了有

害物质的排放,还通过技术革新、能源结构优化等

途径间接促进了碳减排;反之,旨在降低碳排放的

政策和技术应用,如清洁能源的推广和能源效率

的提升,也显著减少了伴随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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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污染物,从而体现了两者间深刻的相互依

赖与动态平衡。 本文在构建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

离函数框架内,依托 DEA 效率评估方法,创新性地

设计了一种减排绩效测度指数,旨在通过量化效

率改进的比例来反映协同效应水平。 研究深入探

索了单独实施减排策略与协同减排措施下绩效变

动的对比,基于这一对比分析,构建了一个旨在评

估减污与降碳双重目标下协同效应的模型,测算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此模型能够有效评估不同减

排路径的协同效果,为政策制定和环境保护策略

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确立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其中,资本

存量、劳动力投入及能源消耗量被界定为投入要

素。 资产投入采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劳
动力投入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来衡

量;能源投入选取全社会用电量、人工煤气和天然

气供气总量、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 3 种城市主要能

源消耗量,并根据标准煤转算系数进行转化。 选

取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指标,在非期望产

出方面,本研究聚焦于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大气

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具体选取了 PM2. 5、NO、SO2

3 类代表性大气污染物,以及 CO2这一主要的温室

气体作为研究对象。 这些非期望产出的纳入,旨在

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环境成本,进而评估经

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此基础上,引入全局非径向

方向距离函数,构建绩效测算模型。 借鉴 Färe
等[45]纳入环境技术的分析框架,并参考 Oh[46]提出

的全局基准技术概念,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构
建函数模型为:

D
→
(K,L,E,Y,P1,P2,P3,C;V) =

max
wKβK + wLβL + wEβE + wYβY + wP1

βP1
+

wP2
βP2

+ wP3
βP3

+ wCβC
{ }

s. t. ∑
I

i = 1
∑

T

t = 1
γi
tK i

t ≤ K - βKvK, ∑
I

i = 1
∑

T

t = 1
γi
tLi

t ≤ L -

βLvL,∑
I

i = 1
∑

T

t = 1
γi
tE i

t ≤ E - βEvE,∑
I

i = 1
∑

T

t = 1
γi
tYi

t ≤

Y + βYvY,∑
I

i = 1
∑

T

t = 1
γi
tP1

i
t ≤P1 - βP1

vP1
,∑

I

i = 1
∑

T

t = 1
γi
tP2

i
t ≤

P2 - βP2
vP2

,∑
I

i =1
∑

T

t =1
γi
tP3

i
t ≤P3 - βP3

vP3
,∑

I

i =1
∑

T

t =1
γi
tCi

t ≤

C - βCvC,γi
t ≥ 0,t = 1,2,3…T;βK,βL,βE,βY,βP1

,
βP2

,βP3
,βC ≥0 (3)

式(3)中, WT = (wK,wL,wE,wY,wP1
,wP2

,wP3
,

wC) 为权重向量,表示各变量在模型中的相对重要

性; B = (βK,βL,βE,βY,βP1
,βP2

,βP3
,βC) T 为松弛向

量,表示保持产出(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投入(产
出)可以减少(增加)的最大量,反映了决策单元

(DMU)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相对于最佳生产前沿

的冗余或不足。 V = (vK,vL,vE,vY,vP1
,vP2

,vP3
,vC)

为方向变量,表示在投入和产出空间中期望的移

动方向,可以指导决策单元(DMU)在投入和产出

方面的改进方向,从而实现效率的提升。
参考刘华军等[47] 的研究方法,在生产系统各

指标同等重要的前提下设置基准模型各指标权

重。 考虑到本文采用产出导向的 DEA 模型,所以

将投入系统的权重设置为 0。 计算协同效应时,产
出系统中的期望产出(Y)与非期望产出( PM2. 5、
NO、SO2和 CO2)的权重均为 1 / 2,其中非期望产出

的各个指标权重为 1 / 8(1 / 2 × 1 / 4)。 计算单独减

污效应时,非期望产出仅考虑 PM2. 5、NO、SO2 等 3
类大气污染物,各个指标权重为 1 / 6(1 / 2 × 1 / 3);
同理,计算单独降碳效应时,非期望产出仅考虑

CO2,指标权重为 1 / 2。
V = ( - K, - L, - E,Y, - P1, - P2, - P3, - C)

WM
SE = (0,0,0, 1

2 , 1
8 , 1

8 , 1
8 , 1

8 )

WM
PRE = (0,0,0, 1

2 , 1
6 , 1

6 , 1
6 ,0)

WM
CRE = (0,0,0, 1

2 ,0,0,0, 1
2 )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4)
式(4)中,V 为方向向量,K、L、E、Y、P1、P2、P3、

C 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地区生

产总值以及 PM2. 5、NO、SO2、CO2排放量; WM
SE 为同

时考虑减污效应和降碳效应时的权重向量, WM
PRE

为仅考虑减污效应时的权重向量, WM
CRE 为仅考虑

降碳效应时的权重向量。
本文定义减污效应为同时考虑减污降碳时的

效率相较于仅考虑减污效应时效率的提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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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碳效应为同时考虑减污降碳时的效率相较于仅

考虑降碳效应时效率的提升比例,即:

ΔEp = SE - PRE
PRE (5)

ΔEco2
= SE - CRE

CRE (6)

式(5)、式(6)中, ΔEp 和 ΔEco2
分别代表减污

效应和降碳效应; SE 代表考虑减污降碳时的效

率; PRE 代表仅考虑减污时的效率; CRE 代表仅

考虑降碳时的效率。
前文假定减污和降碳地位同等重要,因此本

文定义绿色发展水平为:
SDCL = 0. 5ΔEp + 0. 5ΔEco2

(7)
2. 解释变量

本文以《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
为依据,测算中国 273 个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水

平。 该分类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针对新兴数

字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将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专

利划分为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信息等七大类

别,并运用线分类法对各项技术进行 3 ~ 5 级细分,
通过相应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IPC)实现对数字技

术专利的精准识别。 具体测算步骤如下:首先,根
据《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中的 IPC
分类号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手工下载数字技术

专利数据集;其次,借助 Python 软件根据专利公开

号筛选出数字技术专利授权量;最后,根据数字技

术专利授权的地理位置信息,按年度统计各城市

数字技术专利授权量,并对所得数据进行加 1 取对

数处理,以此衡量城市数字技术创新能力。 这个

方法充分利用了 IPC 分类体系在识别关键数字技

术突破方面的优势,同时采用官方统一标准进行

专利筛选,既确保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也保持了

与同类研究结果的可比性。
3. 控制变量

为减少模型估计偏误,参考学术界相关研究,
引入如下控制变量:财政投资水平(FIL),以各地

固定资产投资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表

征;金融发展水平(FDL),以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

余额占地区 GDP 比例表征;人力资本水平(HCL),
以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与城市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表

征;环境规制水平(ERL),以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

“环境保护”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表征;经济发展

水平(EDL),以地区 GDP 的对数值表征。
(三)数据来源

选取 2015—2022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

本数据。 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

利检索平台。 本文采用 Python 和 c + + 编写的分

布式爬虫程序从该网站收集 2015—2022 年的专

利授权数据。 CO2排放量测算方法参考郭沛等的

研究[48]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

鉴》等,PM2. 5、NO、SO2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CNRDS),控制变量中的城市统计数据

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考虑到各个

指标的可用性,最终选取了 273 个城市的面板

数据。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国绿色发展水平评估

图 2 为 2015—2022 年全国绿色发展水平评

估。 由图 2 可得到以下结论。 ①减污效应。 从

2015—2022 年,中国 273 个城市的平均减污效应

呈现 出 一 定 的 波 动 性, 但 整 体 呈 下 降 趋 势。
2015—2017 年间略有下降,2018 年后下降趋势更

为明显,2020—2022 年间减污效应略有回升。 尽

管可能采取了多项环境治理措施,但各地的污染

减少效果在逐渐减弱。 这可能是由于污染源的复

杂性增加、治理难度加大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污

染源等因素所致。 ②降碳效应。 降碳效应在同期

图 2　 全国绿色发展水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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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持续上升,显示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

排放方面的积极成效。 特别是 2018 年之后,降碳

效应显著提升,可能是由于中国在能源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从而加速

了碳减排步伐。 ③绿色发展水平(协同效应)。 减

污降碳协同效应均为正值,且呈现出波动上升趋

势,这表明在减污和降碳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互促

进关系,即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同时也有助于降低

碳排放,两者协同减排效应持续释放。
(二)基准回归

表 1 为基准回归结果。 列(1)为仅加入核心

解释变量(DTL)的回归结果,列(2)在原有基础上

控制了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DTL 的回归系数仍

然显著为正。 列(3)为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并加入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列(4)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

应并加入控制变量,所有结果中 DTL 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实

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对城

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这一

发现为研究假设 1 提供了有力支撑。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SDCL SDCL SDCL SDCL

DTL 0. 049∗∗∗

(0. 000)
0. 017∗∗∗

(0. 000)
0. 030∗∗∗

(0. 000)
0. 017∗∗∗

(0. 000)

FIL — — 0. 004∗∗∗

(0. 000)
0. 001∗∗∗

(0. 003)

FDL — — 0. 008∗∗∗

(0. 000)
0. 000

(0. 709)

HCL — — 1. 792∗∗∗

(0. 000)
0. 710∗∗∗

(0. 000)

ERL — — -0. 610∗∗∗

(0. 000)
- 0. 036
(0. 942)

EDL — — 0. 232∗

(0. 086)
- 0. 151
(0. 195)

常数项
0. 826∗∗∗

(0. 000)
0. 796∗∗∗

(0. 000)
0. 740∗∗∗

(0. 000)
0. 778∗∗∗

(0. 000)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N 2 184 2 184 2 184 2 184
R2 0. 287 0. 669 0. 557 0. 674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数字技术创新指标。 一方面,本文采

用工业机器人的存量密度来衡量数字技术创

新[49]。 工业机器人作为数字化与自动化技术高度

集成的产物,其数量的增加直接反映了制造业在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上的投入与进展,能够有效捕

捉到数字技术创新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深度和广

度,从而验证模型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表 2 为

稳健性检验结果,列(1)中 DTL_2 的系数显著为

正,前文结论稳健。 另一方面,本文借鉴学术界相

关研究[50],依据数字技术关键词对各单位专利申

请文件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识别数字专利,然后

根据上市公司的地理位置信息识别城市数字专利

申请数量,并加 1 取自然对数。 列(2)中 DTL_3 的

系数显著为正,前文结论稳健。
(2)删除极端样本。 为了确保基准回归分析

的准确性,免受极端数据值的潜在干扰,本文采取

了数据截尾处理策略,即依据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的量化指标,分别截尾 1%和 5%的数据点,随后在

此基础上重新执行了回归分析。 估计结果见列

(3)和列(4),剔除极端值后,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

正,且与基准回归系数值相差不大,稳健性检验

通过。
(3)加入省份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本文

加入省份与年份交互效应,以控制省份层面随年

份变化因素的影响。 列(5)中 DTL 的系数显著为

正,前文结论稳健。
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SDCL SDCL SDCL SDCL SDCL

DTL — — 0. 056∗∗∗

(0. 000)
0. 108∗∗∗

(0. 000)
0. 018∗∗∗

(0. 000)

DTL_2 0. 001∗∗∗

(0. 000)
— — — —

DTL_3 — 0. 002∗

(0. 001)
— — —

常数项
0. 775∗∗∗

(0. 000)
0. 782∗∗∗

(0. 000)
0. 687∗∗∗

(0. 000)
0. 690∗∗∗

(0. 000)
0. 542∗∗∗

(0.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2 184 2 184 2 184 2 184 2 184
R2 0. 678 0. 663 0. 482 0. 459 0. 612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四)内生性分析

数字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互为

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在研究两者之间的影响时,
解决内生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工具变量需

要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与数字技术创新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二是与误差项不相关。 本文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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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政策变量和区域特性变量两个方面入手,分别

构建工具变量。
首先,本文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构建工具

变量。 2013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

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
并于随后 3 年建立起“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梯

队(120 个示范城市)。 选择该工具变量理由如下:
一方面,“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我国

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健康发展,是中国各个城市经

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支撑,对于企业积极

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宽带中

国”战略是基于当时中国宽带网络存在基础设施

建设较为薄弱、城乡发展相对不均衡等问题而出

台的一项宏观经济决策,其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策

略相互独立,使得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条件得以较

好地满足。 因此,本文设置了工具变量 IV_BRO:
当城市属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并且时间处于

示范城市设立年度及之后时,IV_BRO 取值为 1,若
不满足上述条件,则 IV_BRO 的值为 0。

其次,本文引入城市建成区供水网络密度构

建工具变量。 理由如下:一是城市建成区供水网

络健全往往意味着该城市的地下光缆线路网络成

熟,与数字技术创新高度相关。 各地政府出台加

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相关规范性文件时,均
强调城市管线建设应当服从城市规划和信息的集

中统一管理,并遵循统一规划、统筹建设、科学管

理的原则。 这意味着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

中,各类管线(包括供水管道和光缆管道)都需要

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统筹规划和设计。 以上海为

例,上海市自来水公司和天然气公司在进行管道

建设时,均充分考虑到与包括光缆管道在内的其

他管线之间的协调关系,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

费。 二是城市建成区供水网络与减污降碳协同效

应不存在“反向因果”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满足外

生性假定。 基于上述,本文设置了工具变量 IV_
WPSD。

表 3 中列(2)和列(4)的 Kleibergen - Paap rk
LM 值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Cragg - Donald Wald
F 统计量超过了 10% 显著性水平下 Stock - 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这些统计检验结果充

分证实了本文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列

(1)和列(2)是工具变量为“宽带中国”政策( IV_
BRO)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

IV_BRO 与自变量 DTL 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中

DTL 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列(3)
和列(4)是工具变量为建成区供水网络密度( IV_
WPSD)时的回归结果。 列(3)显示第一阶段工具

变量 IV_WPSD 与自变量 DTL 显著正相关,列(4)
显示 IV_WPSD 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

致。 综上所述,本文所采用的两个工具变量均通

过了有效性检验,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到

的结果与前述分析结论相吻合,进一步验证了研

究结果的可靠性。
表 3　 内生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TL SDCL DTL SDCL

IV_BRO 0. 256∗∗∗

(6. 527)
— — —

IV_ WPSD — — 0. 010∗∗∗

(5. 057)
—

DTL — 0. 047∗∗∗

(6. 224)
— 0. 074∗∗∗

(6. 175)

常数项
- 0. 040

( - 0. 597)
0. 790∗∗∗

(193. 091)
- 0. 147∗∗

( - 2. 111)
0. 791∗∗∗

(156. 89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值
— 40. 822

[0. 000] — 26. 957
[0. 000]

Cragg-Donald
Wald F 值

— 97. 37
[16. 38] — 33. 798

[16. 38]
N 2 184 2 184 2 184 2 184
R2 0. 365 0. 452 0. 297 0. 469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5、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五)机制检验

(1)能源结构优化效应。 选取能源利用效率

(MV_EE)和能源消耗强度(MV_EI)作为机制变

量。 参考史丹等[51] 的方法,利用数据包络法测算

能源利用效率(MV_EE),该方法能够全面而准确

地衡量能源在转化为有效输出过程中的效率水

平;能源消耗强度(MV_EI)则采用单位 GDP 能耗

来表征,参考杨刚强等[33] 的研究,依托省级数据,
利用城市层面的夜间灯光反推城市层面的能源消

耗量,这一指标直接反映了经济体对能源的依赖

程度及其能源使用的经济效率。 表 4 为机制检验

57

科技与社会　 数字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结果,列(1)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对能源利用效率

(MV_EE)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 DTL 的回归系数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向特征,表明数字技

术创新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这表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优化能源分配、监
控和管理,减少能源浪费,提高能源使用的精确度

和效率。 列(2)为数字技术创新对能源消耗强度

(MV_EI)的检验结果,DTL 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

上显著为负,数字技术创新对能源消耗强度有显

著负向影响。 这是因为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应用,单位经济活动或产出的能源消耗量在减

少,从而提高了能源使用的经济性。
(2)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选取产业结构合理

化(MV_ISU)和产业结构高级化(MV_ISR)作为机

制变量。 参考学术界相关研究[1],利用泰尔指数

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MV_ISU),利用第三产

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

水平(MV_ISR)。 表 4 为机制检验结果,列(3)检

验的是数字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DTL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技术的引

入,促进产业间的融合与协作,提高产业的整体效

率和竞争力,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列(4)
检验的是数字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

响,DTL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当前

数字技术创新往往更集中工业领域,通过自动化、
智能化等技术升级,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

竞争力,从而促进了第二产业产值的快速增长。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在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3)数智融合赋能效应。 本文选取城市人工

智能发展水平(MV_AI)和城市数字化转型水平

(MV_DT)作为机制变量。 利用人工智能应用相关

的内容进行关键词模糊匹配,获取城市人工智能

企业数量的面板数据,取对数来衡量人工智能发

展水平(MV_AI)。 城市数字化转型水平(MV_DT)
的测度参考袁淳等[52] 的研究,首先计算得到企业

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频数,然后根据企业的地理

位置将其匹配到城市层面,从而衡量城市数字化

转型水平(MV_DT)。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4,列(5)

检验的是数字技术创新对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影

响,DTL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列(6)检验的是数

字技术创新对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影响,DTL 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在促进城市

人工智能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作用,为实

现减污降碳目标提供更为有效的路径选择。
表 4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能源结构优化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数智融合赋能效应

MV_EE MV_EI MV_ISU MV_ISR MV_AI MV_DT

DTL
0. 062∗∗∗ -0. 023∗∗∗ 0. 024∗∗∗ -0. 012∗∗∗ 0. 222∗∗∗ 0. 858∗∗∗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常数项
0. 329∗∗∗ 0. 136∗∗∗ 0. 691∗∗∗ 0. 112∗∗∗ 7. 309∗∗∗ 0. 029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3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 184 2 184 2 184 2 184 2 184 2 184
R2 0. 137 0. 662 0. 459 0. 571 0. 388 0. 673

注:∗∗∗表示在 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五、进一步研究

(一)城市类型异质性

依据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将研究样本分为资源型城市和

非资源型城市。 通过此类样本划分,能够深刻揭

示数字技术创新在不同经济结构、技术应用与政

策环境下的城市中所产生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

差异性,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城市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表 5 为城市类型异质性

分析结果,根据列(1)和列(2)结果可知,DTL 系数

在资源型城市中显著为正,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不

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主要

依赖于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等传统产业,数字技

术直接应用于这些行业的生产全流程中,通过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生产流程、减少废弃物排放

等方式,直接促进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而非

资源型城市中,产业结构相对多元,环境压力相对

较小,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并未直接聚焦于环境

治理,其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正面影响尚未充分

显现。
根据国务院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中关于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城市数量(82 个)的调整方案,对研究

67

中国软科学 2025 年第 2 期



样本进行分组,探讨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在不同大

气污染防治类型城市中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

影响。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通常面临更为严

峻的空气质量问题和更大的环境治理压力,其环

境治理策略和成效对于全国乃至全球的环境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表 5 列(3)和列(4)结果

可知,相比于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数字技

术创新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水

平的影响更为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城市面

临的环境治理压力较大,会将更多的资源用来数

字技术的创新与推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

升级。 相比之下,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面

临环境压力较小,数字技术创新的环境治理效应

还未完全释放。
表 5　 城市类型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

城市
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城市

非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城市

DTL
0. 191∗∗∗ 0. 015 0. 292∗∗∗ 0. 015∗∗∗

(0. 000) (0. 167) (0. 000) (0. 000)

常数项
0. 779∗∗∗ 0. 778∗∗∗ 0. 776∗∗∗ 0. 777∗∗∗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组间差异
检验

0. 000 0. 001

N 880 1 304 664 1 520
R2 0. 705 0. 729 0. 698 0. 678

注:∗∗∗表示在 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根据交互项模型的 Chow
检验的估计结果计算组间差异系数 P 值。

(二)政策试点异质性

根据城市是否为低碳城市试点进行政策试点

异质性分析。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旨在通过一系列

创新措施和策略,推动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

现低碳转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表 6 为政策试点

异质性分析结果,根据列(1)和列(2)可知,相较于

低碳城市试点,数字技术创新对非低碳试点城市

的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

非低碳试点城市面临的减排压力相对较大,这些

城市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

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数字技术的融合与创新,形成

了数字技术与低碳发展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环。 因

此,数字技术创新在非低碳试点城市中的应用效

果更为突出,对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也更加

显著。
将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于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公布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城市划分

依据,考察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对不同类型城市绿

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旨在通

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城市管理和运行效率,优化资

源配置,减少污染排放。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智慧

城市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能够对比分析数字

技术创新在不同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背景下的

实施效果,揭示其在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方面

的差异。 根据表 6 中列(7)和列(8)可知,相较于

非智慧城市试点,数字技术创新在智慧试点城市

中对于促进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作用更为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在智慧城市试点中,数字技术创新

能够更有效地被应用于环境监测、污染源追踪、
节能减排等方面,从而更显著地促进绿色发展水

平的提高。
表 6　 政策试点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低碳城市
试点

非低碳
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
试点

非智慧
城市试点

DTL
0. 014∗∗∗ 0. 150∗∗∗ 0. 199∗∗∗ 0. 016∗∗∗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常数项
0. 772∗∗∗ 0. 783∗∗∗ 0. 779∗∗∗ 0. 778∗∗∗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组间差异系数 0. 000 0. 000
N 960 1224 816 1 368
R2 0. 666 0. 714 0. 655 0. 692

注:∗∗∗表示在 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根据交互项模型的 Chow
检验的估计结果计算组间差异系数 P 值。

(三)地理区位异质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和东北

四大区域,检验不同地理区位城市数字技术创新

(DTL)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四大区域在经济

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状况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数字技术创新成果

在各区域的推广和应用效果,以及它们对绿色发

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根据表 7 中第(1) ~ (4)列结

果可知,各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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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部地区的 DTL 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东部

和中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且具备较强科

技创新实力的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上起步较早,
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储备和实践经验,数字技术创

新对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西
部地区虽然起步较晚,但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在数字技术创新促进绿色发展水平方面的潜力巨

大。 相比之下,东北地区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
面临经济转型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因此更迫

切地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由于长期的资源开采和工业粗放式发展导

致了其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数字技术创新在赋能

该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时展现出巨大的边际贡

献潜力。
表 7　 地理区位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DTL
0. 006∗∗ 0. 036∗∗∗ 0. 068∗∗∗ 0. 291∗∗∗

(0. 035) (0. 000) (0. 000) (0. 000)

常数项
0. 781∗∗∗ 0. 769∗∗∗ 0. 782∗∗∗ 0. 772∗∗∗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72 632 616 264
R2 0. 695 0. 742 0. 628 0. 803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5、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根据
交互项模型的 Chow 检验的估计结果计算组间差异系数 P 值,结果
留存备索。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1)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技术创新对城

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通过采用不

同的核心指标构建方式、剔除异常值、引入省份与

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以及工具变量回归等多种方

法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这一研究结论仍

然保持稳健。
(2)以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数智融合水平等 3

个角度为切口,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

展水平的影响机制。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

术创新主要通过重塑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

推动城市数智融合来影响绿色发展水平。
(3)从城市类型、政策试点和地理区位等 3 个

层面对样本进行划分,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在

不同城市背景下的作用差异。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

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升资源型城市、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城市、非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

点以及西部、东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二)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拓展减污降碳

协同推进路径。 政府应加大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投

入,包括资金、人才和研发平台的建设等,以推动

数字技术在环保和能源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实现

精准治污和科学减排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同

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立法

保障和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数字技术创新,形成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

系,共同推动减污降碳目标的实现。
第二,深化数字技术应用,重塑能源结构。 能

源生产结构层面,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

传统能源开采与新能源开发中的应用。 通过大数

据分析,能够实现对地质结构、资源分布及开采条

件的精准预测,优化开采方案,减少资源浪费与环

境破坏。 在新能源开发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智能优化发电效率,根据天气变化、光照强度等实

时数据调整发电策略,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提高

能源生产效率。 能源消费结构层面,运用物联网、
区块链等技术,推动能源消费智能化转型,实现能

源消费的精细化管理,促进能源消费向低碳、高效

方向转变。 引导社会资本投向能源数字化项目,
激励企业探索能源结构转型实践,共同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效应的持续提升。
第三,强化数实融合,助力产业结构升级。 依

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重塑传统产业生产

方式,降低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强度。 通过构建

云端数据中心和智能分析平台,企业可以实时获

取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并运用先进的算法模

型进行优化分析,从而实现对生产流程的精准控

制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鼓励发展数字经济新业

态、新模式,如智能制造、绿色物流等,通过技术创

新和模式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向低碳、环保方向加

速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产学

研用协同创新,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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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
第四,加强城市数智融合,推动智慧城市建

设。 利用大数据的精准分析能力、量子计算的超

高速运算能力以及数字孪生的实时模拟与预测

技术,提升城市治理的智能化与精细化水平。 进

一步优化城市资源的配置效率,确保各项服务能

够精准对接需求,同时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资源错

配,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智慧环保、智
慧交通、智慧能源等项目的实施,提高城市运行

效率和减污降碳能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不断走

深向实。
第五,结合地理区位特征,实施区域差异化政

策。 针对不同区域和城市的实际情况,实施差异

化的减污降碳政策。 对于资源型城市、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城市、非低碳城市试点以及东北地区等

特定区域,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更
加精准、高效地推进全国的减污降碳工作。 同时,
鼓励这些区域和城市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减

污降碳路径和模式,注重总结和推广各地的先进

经验,推动各地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形成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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